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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北游记里，多有甘肃河西走廊
长城之记录，相关史料再现了百年前原汁原味的河西
走廊长城保存状况，为研究长城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
素材，其时代价值对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
亦有裨益。现择其要者略论如下，祈方家指正。

游记内容展现了河西走廊长城不同的构筑方式。
《甘肃省志·文物志》载，甘肃境内长城以黄土夯筑为
主，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特别是河西走廊长城部分地
段使用红柳、芦苇、胡杨和土坯、石块等材料砌筑，近代
游记里的相关内容从不同视角印证了这些结论。光绪
三十一年（1905），清人裴景福谪戍新疆，沿途日记汇编
为《河海昆仑录》存世，其中以今山丹县境内长城为例，
强调了河西走廊长城选线走向主要考虑黄土等建筑材
料是否容易取得：“两山夹道，中开平洋，多碎石白草，
长城在右山脚，已颓坏……直至山丹峡，蜿蜒逾右山岭
而北，下草滩。因峡口山石确硗，无寸土可取也。”1939
年，知名报人萨空了自香港赴新疆，游记后汇编为《由
香港到新疆》一书，其中以今永登县岔口驿以西之长城
为例，指出这次亲历其地，抚摸长城倾圮的缺口，证明
长城“决不像在山海关、居庸关我们见到的那种样子，
它只是一道黄土墙，较普通的墙较高较厚而已。”1937
年，美国地质学家马文·韦勒等人在河西走廊考察油
矿，指出嘉峪关北面的长城保存较为完好，是极具特色
的大地景观，“当然，这里的长城只是土筑的，不像在画
报上常看到的北平附近的长城那样是用砖修筑的”。他
们途经今瓜州县境内的布隆吉戍堡，以专业眼光肯定
其确系汉代遗迹，并在回忆录《戈壁驼队》一书中对布
隆吉戍堡采用的以当地植物和黄土混合的营造工艺进
行了客观评价：“从城墙的结构来看，这个说法是可信
的。因为一部分近代修补的城墙是用土坯修的，而汉代
的城墙是用当地一种很长的草拧成草绳和土一起夯实
而成，今天在城墙上这种草绳仍保存完好，所以说其为
汉代遗物是不容置疑的。”

游记内容展现了河西走廊长城当年的走势形胜。
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关于今永登岔口驿以西之长城有
载：“边墙每二三里筑一大烽墩，参差耸峙。”薛桂轮《西
北视察日记》载，20世纪30年代中期，肃州（今酒泉）至
嘉峪关沿途，“每隔五里有大墩台一，高约两丈；又有小
墩台五，各有专名，用以表明里数，乃旧时驿道之重要
标志。驿道两旁有杨柳，皆左文襄公平乱时所植，惜已
为军队砍去不少”。这些景物，现多已不存。高良佐《西
北随轺记》载，1935年5月27日晨，出永昌县城西行三
十里，“自此边墙在望，绵延不绝，青青者天，皓皓者山，
中划一黄影者边墙也”。萨空了《由香港到新疆》载，
1939年 8月 31日，车队驶过今永登岔口驿之后，公路
右侧可以看到时断时续的长城；在镇羌驿停车休息时，

“山前迤逦地长蛇般地安排着一道万里长城，东西眺
望，长城虽有颓断的地方，可是依着峦岗起伏，长城似
乎真是绵亘不断”。马文·韦勒《戈壁驼队》一书中的记
载，则直观形象地展现了河西走廊长城部分地段依山
水等自然屏障而建的特点。1937年 9月 11日，车队前
往凉州（今武威）途中，“我们的汽车一直沿着万里长城
行驶，它像一道残缺的泥土砌的界墙，一时在河的这
边，忽而又出现在河的另一边。在一个名叫金强驿的小
村庄附近，有一段很完整的长城从一边山上延伸到山
下，穿过山谷又伸延到另一边的山上。从这里我们又折
向一个通向北边的小山谷，汽车经过崎岖的山路，又攀
上一座约有 1万英尺的高山。万里长城也延伸到这个
山谷来，但这一段长城大部都已倾圮，在山边仅有一些
残存的墙基让人们记起长城曾经一度矗立在这里。”马
文·韦勒在1937年9月15日的日记里还描述了车队向
甘州（今张掖）前进途中的长城景色，“有半天时间，我
们看到万里长城一直和公路平行向前方伸延，很长一
段都保存完好。我想这也许应归功于干旱的气候。”

游记内容展现了河西走廊长城雄伟的标志景观。
有“天下第一雄关”美誉的嘉峪关，是河西走廊长城最
具辨识度的标志景观，也是近代西北旅行者频繁“打
卡”之地。宣统三年（1911）刘雨沛著《西戍途中日记》、
1913年单骑（笔名）著《西征日记》等游记均载，彼时之
嘉峪关日渐衰败，主要功能是税卡，商旅视为畏途。但
关城古迹气势犹存，林竞《西北丛编》载，1918年时的
嘉峪关南北边墙均“倾圮将尽”，唯关城“则扼立广
漠，殊为雄壮耳”。陈万里《西行日记》载，20世纪20
年代中期的嘉峪关，“关城东西各三门，城楼三层，
望之俨然，雄壮过潼关也”。高良佐《西北随轺记》
载，20世纪 30年代中期的嘉峪关，关城东楼有额
题“西屏维极”四字，附城有烽火台；内城墙高仅丈
许，南北边墙倾圮殆尽；间有烽台遗址，仅可辨识。
然而，一旦登上关楼，则“遥瞻大荒，气概无限。西
南瞰青头山口，长城绕之，北依牌楼山，黑山障蔽
其后，南据红山，祁连高峙于前，西南有高坡如城，
起伏数道，深藏固闭，诚天下第一雄关”。出关后回
视关城，“屹立广漠，殊为雄壮”。中国旅行社 1943
年汇编出版的《西行记》收入天涯游子著《甘肃省
旅行记》一文，其中的嘉峪关印象是：“经过两座高
大的拱形城门进入关城……古时的衙门和军营犹
有遗址可寻，使人感得这座荒败的城市仍不失是

中国边塞的一个雄关。”
游记内容展现了河西走廊长城相关的历史细节。

比如时人对于河西走廊长城的概念有着不同理解。以山
丹段长城为例，清人祁韵士《万里行程记》载，山丹峡口
一带，“（边墙）自凉州西来，折而北，所过随山筑墙，远近
高低不一，土人呼为长城”。而林则徐对此持不同意见，
他在《荷戈纪程》（其自西安遣戍伊犁途中日记之汇编）
一书里认为，山丹段明代边墙不能视之为长城：“连日所
过大路之旁，多依山为墙，系明代所筑边墙，与蒙古划
界，墙以外六十里仍为汉民游牧之所，六十里外乃蒙古
牧地，今犹循此制。土人以为即万里长城，非也。”又如外
国探险家和科学家考察河西走廊长城时，大多留下了相
对精确的长城局部地段测量数据。华尔纳《在中国漫长
的古道上》一书记录了甘州（今张掖）一带长城的测量数
据——高约十五英尺（4.57米）、底宽约十二英尺（3.66
米）。马文·韦勒在《戈壁驼队》一书里记录了他们于
1937年 11月 29日在嘉峪关关城内侧测量的某段长城
之数据——墙高约15英尺（4.57米）、墙基厚约10英尺
（3.05米）；城墙顶端较窄，在城墙顶端外侧有一道矮墙
（结合前文判断，此处所指矮墙应为关城城墙之女墙），
约2英尺（0,61米）厚、4英尺（1.22米）高。这些数据对于
研究近百年前河西走廊长城保存状况十分难得。

游记内容展现了河西走廊长城蕴涵的家国情怀。
晚清时人游览至此，多感慨国运衰落，与两汉开疆拓土
不可同日而语，《河海昆仑录》载，裴景福登临嘉峪关关
城，“倚楼凝目，想见汉武雄风，班侯远略”。陈万里《西
行日记》载，河西走廊沿途“边墙断续，烽墩隐现，废堡
故垒，触目皆是”。他还借古抒怀，点评历代长城修筑得
失：“回想当年帝王好武，将帅用命，壮士荷戈，书生投
笔，拓疆几万里，受降数十国，丰功伟业，吾人生千载下
者，於凭吊遗迹之余，惟惊骇赞叹而已。然有明一代，竭
中原之财力，修城筑堡，调将遣戍，至闭关徙民，偷安苟
延，明社逐屋。兴亡之际，真间不容发哉！”近代以降，旅
行者在嘉峪关题诗留念俨然成了流行文化现象，明驼

《河西见闻记》和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点评 20世纪
30年代嘉峪关游人题诗时，称其“各写各的”“十九为苦
边怀乡之作”。全面抗战爆发后，旅行者有感河西走廊长
城自古以来就是抵御外敌入侵的重要屏障，国难当头之
际，游记里关于河西走廊长城的记载，忧患意识和正能
量上升。一类是借景怀古，牵挂国家和民族命运。萨空了
在《由香港到新疆》中称，面对河西走廊长城，“过去读过
的匈奴、羌入侵中国的历史，都好像在眼前活生生地出
现了。幻想着彪悍的游牧民族由远处的山峰后面冲出，
那时的长城是许多人类不为异族蹂躏的屏障，现在除了
举世知名的古迹供人凭吊之外，再无一点国防的意味
了”。天涯游子在《甘肃省旅行记》中亦言：“站在伟大而
苍老的嘉峪关城墙上向内眺望，则万里长城像条灰色的
巨蟒蜿蜒的向渺远中伸展过去……瞻望中原，顾念国
家，我们虽是一个商人，到此也不由人不觉忧心之忡忡
了。”另一类则是借景明志，为全民族抗战打气助威。萨
空了游览嘉峪关关城时有感其雄壮而感慨：“面对着这
一切，我们真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渺小，也激发了忘却小
我，为人类奋斗的意念。”知名画家赵望云在《赵望云西
北旅行画记》中说：“从秦汉一直到现在，我们的边防长
城，还没有毁成遗迹，由兰州到嘉峪关，它们留给后代人
们充作警惕——永远需要国防——一队铁骑开往西北
的远处，我们要建筑新的长城。”

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
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
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河西走廊长城在中国
古代王朝西北边疆经略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
代游记里关于河西走廊长城的记录，除了前文所论的
几种意义外，其时代价值亦历久弥新，对于当代甘肃长
城保护利用亦有助力。首先，研究和利用近代旅行者视
角的原始记录，有助于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相
关保护修缮和展示利用项目提供一定依据或参考；其
次，研究和发掘近代旅行者视角的口述历史，有助于深
化河西走廊长城文化价值阐释和讲好长城故事甘肃
篇；最后，研究和探讨近代旅行者视角的长城情结，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承前辈国人的家国情怀，以
时代精神推动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赓续中华文脉。

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初见于 1923
年 8 月 25 日，为新郑当地邑绅李锐在
自家宅子旁的菜园子凿井时发现，后
由靳云鹗派人对其进行“挖掘”，先后
出土文物百余件，出土器物数量之多、
纹饰之精美，乃当时所罕见。这批文物
的出土在当时震惊中外，后经多方努
力，该批文物最终交由当时河南古物
保存所进行保存，后来移交河南博物
馆（即今河南博物院），是 20世纪初期
我国文物保护事业上浓重的一笔。今
年是郑公大墓发现 100 周年，这百年
间，郑公大墓从发现、收藏、研究、迁
移、分离、重聚，历经沧桑，书写着传奇
际遇。

初见 1923 年 8 月 25 日，河南地
区连日干旱，家住新郑县南门外的邑
绅李锐雇工在自家菜园子凿井灌溉，
掘地三丈时发现铜器，先后挖得铜器
数十件，并将其中一件大鼎和两件中
鼎卖给许昌张庆麟。之后，新郑李家楼
出土铜器的消息不胫而走。9月1日，时
任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巡防
至新郑，听闻新郑出土古物之事，考虑
到“鼎彝古物为先代典型所寄允，宜归
诸公家，俾存国粹”，命令副官和新郑
县知事将此意告知李锐，李锐欣然应
允，将所得铜鼎、铜簋、铜鬲、铜簠、铜
甗等 25件文物交还给公家，并于当晚
运至郑州驻地。

发掘 9月 2日，在副官陈国昌等
人的监督下对郑公大墓进行继续发
掘。10月 2日挖至生土层，开始对墓穴
进行回填，10月 5日发掘结束，历时 30
余天，先后出土青铜器百余件，其中包
括誉为“青铜时代的绝唱”的莲鹤方
壶，出土残器碎片和骨、贝、玉等杂器
千余件。在此期间，由李锐卖给张庆麟
的三件铜鼎也被收回。这次发掘并不
是一次科学的考古工作，它是由士官
组织人员进行的，期间也并未由专业
的考古工作者进行指导，墓葬形制、器物埋藏位置等相关信息均无
记录。但它又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大墓的发现，适时国内盗掘之风盛
行，山西、陕西、河南、安徽等地墓葬惨遭盗掘，出土文物大量流散
国外，而郑公大墓所出文物除个别被隐匿外，基本全部归公，成为
古物保存的一段佳话。

收藏 新郑李家楼出土器物种类之丰、数量之巨、制作之美在
当时乃前所未见，因此它们一经面世，便吸引了各方的目光，如北
洋军政府教育部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等诸多单位对收藏此批文
物表达了意向，希望能承担保存文物之责。但由河南地方收藏保护
此批文物更有优势，也更有意义。从时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到河
南地方官绅、民众，对由河南省收藏此批器物都表现出极大的热
情，表达了此批文物收藏于河南的重要意义。最终，在多方努力之
下，于 1923年 9月 17日和 10月 17日分两批将所得文物尽数运至
开封，交由河南古物保存所保存。

研究 郑公大墓文物出土之后，对其器物的著录颇多。最早由
靳云鹗对出土文物进行编录，辑录成《新郑出土古器图志》，全书共
分为三册，分别记录了图志辑录始末、出土文物影像与尺寸以及各
界人士与靳云鹗的函电往来，为我们了解郑公大墓发掘、保存等相
关情况留下了最原始的资料。之后关百益先后撰写《郑冢古器图
考》《新郑古器图录》，孙海波撰写《新郑彝器》等书，这些著录文献
成为后人研究这批器物的重要资料来源。

除了对器物的著录，对墓葬年代和墓主人身份的研究也引起
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如王国维认为新郑之墓当葬于鲁成公十六
年（前 575）鄢陵战役后，郭沫若认为新郑之墓当成于鲁庄公十四
年（前680）后之三五年间，容庚认为诸器时代约在春秋中叶以后，
孙次舟认为新郑铜器实为战国韩国之物，约作于韩襄王时代。到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山西侯马上
马村的发掘，郭宝钧认为李家楼青铜
器在性质上非常接近上马村 13 号墓
所出，不可能早到春秋早期。如今，随
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进展，全国出
土东周墓葬增多，伴随材料的积累，对
东周墓葬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对郑公
大墓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晰，目前，主流
观点认为郑公大墓墓葬年代应为春秋
中晚期。

迁移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
发，日军全面侵华。华北各地相继沦
陷，为了保护国宝，使之免遭日寇劫
掠，河南博物馆开始为文物迁移做准
备。经河南省政府同意，河南博物馆
选取部分馆藏文物计 5678 件，拓片
1162 张，图书 1472 套（册），分装为 68
箱，其中含新郑郑公大墓、辉县琉璃
阁及安阳殷墟等地出土铜器 34箱，由
河南省政府委员凌孝芬、河南博物馆
保存部主任赵惜时及雷荫堂率保安
队十余人，押送古物由开封西行，开
始了艰辛的迁徙之路。文物押送队伍
先后到达汉口、宜昌、万县等地，于
1938 年 11月 27日抵达重庆中央大学
柏溪校区。

分离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寇宣
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但
和平并不持久，内战烽火又起，铁路中
断，交通阻隔，河南存渝古物一直未有
回家之机会。1949年 11月 29日，国民
党空军满载河南古物的两架运输机，
一架在张克明的押运下飞离重庆直达
台北松山机场，一架因机场跑道被解
放军封锁未能起飞留在大陆。其中，押
运至台北的文物共 38箱，计文物 5119
件、图书 1450 套（册），其中青铜器 11
箱，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部分铜器亦
在之列，现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1950
年 8月 21日，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
代表赵全嘏会同中央文化部代表唐

兰、卢少忱共赴重庆接收文物，其中唐兰等人挑选河南存渝古物
51件，包括郑公大墓出土莲鹤方壶、铜鼎等器物。1994年，调拨给
深圳市博物馆两件铜鼎，为郑公大墓出土。至今，郑公大墓出土
文物藏于四地五馆之中，分别为河南博物院 56件，台北历史博物
馆 21件，中国国家博物馆 18件，北京故宫博物院 5件，深圳市博
物馆 2件。

重聚 1998 年，河南博物院与台北历史博物馆互访达成意
向，进行学术研究合作，将分散于我国海峡两岸的馆藏文物进行系
统的梳理与研究，从而搭起两岸文化交流之桥梁。1999年，双方签
订《两馆友好合作意向书》，随后成立“郑公大墓青铜器”联合学术
小组，共同协作进行郑公大墓相关研究。2001年，两馆出版《新郑
郑公大墓青铜器》一书，分简繁字体两种版本在两岸发行，书中全
面收集整理了分散于海峡两岸的郑公大墓的青铜器，涉及文物出
土、收藏、离散过程，器物的分类、定名，器物源流、风格、演变的考
订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2006年 5月，河南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所藏两件“莲鹤方壶”
聚首“国之重宝——莲鹤方壶特别展”中，在河南博物院展出。

郑公大墓出土的百余件铜器，形态各异，体重胎厚，纹饰奇
诡；它们鼎必成列，钟必成律，簠簋成偶；上承西周凝重敦厚之
绪，下启春秋战国清丽开放之先。百年前，它们的出土震惊中外，

“新郑彝器”扬名于世。百年间，它们历经传奇的际遇和沧桑，见证
时代的变迁。

继先贤酬答今昔，以事业流惠后人。我们期盼在未来继续“以
物为媒”，积极寻求在研究、展示等方面合作的契合点，充分发挥文
物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特殊纽带作用，助力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贴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监管封条的南迁文物包装箱
河南博物院 牛爱红/摄

莲鹤方壶合体展出 河南博物院 牛爱红/摄

《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河南博物院 牛爱红/摄

百年回望
纪念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发现100周年

李聪

近代游记里的河西走廊长城
及其时代价值

史勇

左：1923年郑公大墓发掘现场（采自《新郑出土古器图志》）
中：出土时的莲鹤方壶（无立鹤）及出土时立鹤残件（采自《新郑出土古器图志》）

右：王子婴次炉铭文拓片（采自《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王子婴次炉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